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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记
者姜潇、施雨岑）记者25日从中
国社会科学院获悉，著名作家、翻
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
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
季康（笔名：杨绛）先生，以105岁
高龄于2016年5月25日1时10
分在京逝世。

杨绛，1911年7月17日出生
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是家中第四
个女儿。1928年考入苏州东吴大
学，后转至清华大学借读。1935
年杨绛与钱钟书结婚，同年夏季一
起赴英国、法国留学。回国后，历
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
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
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
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
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杨绛先生早年创作剧本《称
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
等，被多次搬上舞台。来到社科院
后，她翻译了《吉尔·布拉斯》《堂吉
诃德》等多部高水平的译作，朱光
潜先生对她的翻译也是倍加赞
誉。杨绛先生一生创作不竭，著作
丰厚。1980年，她发表了长篇小
说《洗澡》；1981年发表《干校六
记》并被译成多种语言；1984年作
品《老王》入选初中教材；1985年
散文集《隐身衣》英译本出版。
2003年，93岁的杨绛出版散文随
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2007
年，再出版《走到人生边上——自
问自答》，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据悉，2001年，钱钟书、杨绛
把一生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
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
金。截至2016年，该奖学金捐赠
累计逾千万元，惠及学子上千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
究所所长陈众议25日对新华社
记者说：“杨绛先生希望用最简单
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不
惊扰大家，不麻烦大家。我们感
谢大家对杨先生的关心，同时呼
吁媒体和全社会尊重她的意愿。
请让杨先生安静地离开，和她挚
爱的丈夫、女儿在另一个世界幸
福团聚。”

著名作家、翻译家

杨绛先生安静地走了

2001年9月7日，杨绛在北京将夫妇二人的稿酬和版税捐赠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签订协议后，校方
向杨绛女士赠送纪念品。 新华社记者 王呈选 摄

一时间，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
人开始转发着吊唁文字，杨绛先生
病逝的消息传遍了朋友圈。新时代
的媒介传播着亘古不变的主题，述
说着这位百岁老人的独特魅力，以
及她给世人带来的力量。

阅读的力量。人们所熟知的杨
绛先生，直接来源于其在文化上的
地位，作为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
文学研究家，用几近百年的才学，演
绎着“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文化涵
养，用一部部的作品、一篇篇的文
章，把国事、家事娓娓道来。平平淡
淡的文字，传递着熊熊燃烧的生命
之火，温暖着越来越多的心灵。

品格的力量。命运曲折，塑造
了杨绛先生传奇的一生，让众人敬
仰的，是这一生中始终充盈的向上
之气。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
赖，塑造了她坚韧的生活信念、从容
的生活态度。我们看到，杨绛先生
虽经历坎坷却无怨无悔，始终用向
上的精神感染众人。

家庭的力量。家庭是社会的基
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
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
局发生多大变化，注重家庭，始终是
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点。杨绛先生的
家庭纪事散文《我们仨》，用优美的
文字表达出对家庭真挚隽永的感
情，深深打动了成千上万读者。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人生终
究脱不开老病兴灭，但如水的力量
可以流淌远不止百年。这本人生大
书，犹如与众人站在一起的木棉，分
担寒潮、风雷、霹雳，共享雾霭、流
岚、虹霓，滋润斯人，更滋润着一代
代后来人。在一份淡定从容的人生
答卷里，以滴水穿石的力量，平和地
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向上之气
润人于斯

新华时评

杨绛小传
5月25日凌晨，105

岁的杨绛先生走了。杨
绛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正
直敦厚，正如她评价自己
译作《吉尔·布拉斯》的著
者勒萨日一样：“一身傲
骨，不肯迎合风气，不肯
依附贵人。他敢于攻击
时下的弊端，不怕得罪当
道。他不求名位，一生只
靠写作谋生。”

杨绛先生1911年7月17日
出生于北京，取名杨季康，是家中
第四个女儿。她的父亲杨荫杭先
生历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
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刚正不
阿、浩然正气，对她性格的养成影
响很大。杨绛曾说：“在我的一生
中，我也一直努力做一个不媚上、
不欺下，谨守忠恕之道的正直诚
恳的人”。读大学第二年分科
时，老师们都认为杨绛有条件学
理科，她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
说，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她
不放心：“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
吗？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
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
自己最相宜的。在父亲的指点
下，她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
导，在文理之间选择了自己喜爱
的文科。学成后杨绛毕生从事
创作和翻译，这也离不开父亲曾
经的熏陶，因为父亲对她说：“与
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
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

“翻译大有可为。”

论做人：
努力做一个
不媚上、不欺下
谨守忠恕之道的
正直诚恳的人

杨绛先生从小热爱文学，一星期
不看书，就觉得“一星期都白活了”。
哪怕文革的时候被批判“读书追求精
神享受”，也从未让她放下书本。杨
绛先生觉得读书好比“隐身”的串门：

“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
者，不必事先打招呼求见，翻开书面
就闯入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
而且可以经常来，时刻去，如果不得
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另找高明

跟他对质。还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
遗闻逸事，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
论。如果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
抽身退场，甚至砰一声关上大门，就
是说合上书，谁也不会嗔怪。经常在
书里‘串门儿’，可得到丰富的阅历，
可以认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
读书如阅世，多读书可以变得更聪明
更成熟，即使做不到宠辱不惊，也可
学得失意勿灰心，得意勿忘形。”

论读书：学得失意勿灰心，得意勿忘形

在对文学的热爱中，杨绛自己也
提笔创作，她的几则短篇小说生动形
象地勾勒了各种人物，长篇小说《洗
澡》更是描摹了三反运动中惯见的

“嘴脸”。这些作品中充满了机智幽
默，又渗透着洞悉世情的练达。不
过，杨绛常说：“我不是专业作家，只
是一个业余作者。我写的小说，各色
人物都由我头脑里孕育出来，故事由
人物自然构成。”常常有读者把杨绛
小说里的人物情节当成真人真事，但
杨绛认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
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
就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
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
大小。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
越作者本人的经验”。她的先生钱钟

书就曾推许她写小说能“无中生有”。
有人曾评价杨绛先生的小说靠

点滴人事映照人生真相，笔触风趣幽
默，带有喜剧色彩，令人想到奥斯丁
的小说；而她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创作
的戏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登上
剧坛后，也被誉为是“喜剧的双璧”。
这些剧作以小资产阶级青年为中心
描摹世态百相，善开玩笑又不尖酸刻
薄，幽默之处不失温柔敦厚，而且，隐
藏在幽默和嘲讽背后的是深深的严
肃和悲哀，让人联想到她翻译的几部
作品：《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和《堂
吉诃德》。正如她父亲让她学习自己

“性相近”的专业，她在从事翻译的时
候，也有意无意地选择了自己喜爱的
描写小人物的笑中带泪的作品。

谈创作：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
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

杨绛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
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除了撰写学术
论文，她最花工夫、也最为人称道的
就是翻译水平极高的这几部译作。
她常说，翻译是件苦差使，译者“一仆
二主”，得同时伺候两个主子：“一个
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
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也不
得敷衍了事。另一主子就是译本的
本国读者。他们既要求看到原作的
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文习
惯。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
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比如她
翻译的《小癞子》原名《托美斯河的小
拉撒路》，之所以翻译成《小癞子》就
是对主仆都尽了忠尽了责。《新约全
书》的《路加福音》里有个癞皮化子名
叫拉撒路，后来这个名字泛指一切癞
皮化子，又泛指一切贫儿乞丐；同时，
汉语里的癞子也并不仅指皮肤上生
有癞疮的人，而泛指一切流氓光棍，
残唐五代时的口语就有“癞子”这个
名称，指无赖，还有古典小说像《儒林
外史》和《红楼梦》里的泼皮无赖，也
常叫作“喇子”或“辣子”，跟“癞子”是
一音之转，和拉撒路这个名字也意义
相同，所以杨绛便巧妙地将书名译作
了《小癞子》。

杨绛先生的早年翻译受到傅雷
先生的鼓励，后来朱光潜先生对她的
翻译也是倍加赞誉。外文所的美国
文学研究专家董衡巽先生回忆说，他
在北大读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和同学
一起到朱光潜先生家去。作为年轻
学生，他们总爱问一些希奇古怪的问
题，譬如说“全中国英文谁最好？”“全
中国翻译谁最好？”朱光潜先生回答
说，翻译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散文（即
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理论翻译。
散文翻译杨绛最好。但杨绛很谦逊，
她说，虽然自己的翻译得到前辈的称

赞，比如在外文所的《世界文学》上分
期发表的《吉尔·布拉斯》，受到主编
陈冰夷同志的表扬，但她总觉得自己
翻译得很糟。有次，她求钱钟书帮她
校对一遍，钱钟书拿了一枝铅笔，把
她的稿子划得满纸杠子，说：“这些看
不懂。”杨绛说：“书上就是这样说
的。”但钱先生强调说：“我不懂。”杨
绛明白这是她没把原文转换成能理
解的中文，所以继续重译，直到钱先
生点头表示看懂了，她也由此摸索到
一个较高的翻译水准，并说：“要说我
的翻译技巧，就全是从这些失败的经
验中摸索出来的。”

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
以近90高龄翻译柏拉图《斐多篇》，
这篇苏格拉底赴死前与弟子探讨

“灵魂”的文章寄托了她最深切的哀
思。看过《我们仨》的人无不为其中
浓浓的爱情、亲情所震撼，笔锋机智
幽默的杨绛在这篇散文中哀而不伤
地追忆了她和先生钱钟书、爱女钱
瑗的点滴生活，谈的虽然都是些琐
事，但读过的人无不动容。先生女
儿均去世后，独自一人与保姆一起
生活的杨绛依然乐观、强健，工作量
惊人，她一边整理钱先生留下的文
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钱钟书手
稿集》；一边自己还在努力创作。
2007年出版的《走到人生边上》借
探讨人的灵魂、个性、本性，灵与肉
的斗争和统一，命与天命以及人类
的文明，自问自答生老病死；之后的
姊妹篇《坐在人生的边上》是在百岁
时回答读者的各种问题。“我今年一
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
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
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
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
污秽回家。”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谈翻译：对“洋主子”尽责
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

享年105岁
她才华横溢，著作等身，一百岁后仍笔耕不

辍，从容蕴藉；她乐观坚强，正直敦厚，把自己看
得很“小”，却时时心念国家社会。

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105岁的杨绛
与世长辞，先生却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
离开这个世界，不惊扰大家，不麻烦大家。

纵然斯人已逝，而她的精神和作品，将在岁
月的轮回中静水流长。

一位把自己看得很“小”的大家

“每到生日这天，杨绛先生总是婉拒亲友看
望，她常和我们说，你们在家帮我吃碗长寿面就行
了……”25日凌晨一直守在医院的中国社科院外
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声音喑哑、难掩悲伤。

“她这一生，都安安静静地低调生活、做学
问，最怕给别人添麻烦。”回忆与杨绛先生相识
多年的点滴，陈众议感慨万千。

在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她的听力已非常
不好。每当有人去拜访，她就只能用“笔谈”的
方式交流，非常劳累。陈众议与同事们商量着
想给先生配一个质量好的助听器，为此还专门
联系了协和医院最好的耳科专家。

但是，先生婉言谢绝了。开始，大家猜测她
或许是担心去医院检查太麻烦，又联系专家能否
上门为她服务。然而，这些并没有让先生改变决
定。在众人的一再劝说下，她说出了真实原因：

“我年纪大了，何必要占用这么好的资源呢？还
是把资源让给那些更加有需要的年轻人吧！”

“她一辈子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兢兢业业，
从不昧着良心做事，从不伤害别人，低调地生
活。包括去世这件事，先生仍然希望用最简单
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惊扰大家，不麻
烦大家。先生心里，从来把自己看得很小，把他
人和社会看得很大。”陈众议说。

一位“点石成金”的翻译家

“杨绛先生作为英语文学专家，对中国文学
也很精通，可谓中西贯通，一般人难以企及。”在

“专心做学问”的先生面前，年逾古稀的中国社
科院学部委员、外文所研究员黄宝生自称是“很
崇拜她”的“年轻后辈”。

杨绛早年翻译受到傅雷先生的鼓励，后来
朱光潜先生对她的翻译也是倍加赞誉。她常
说，翻译是件苦差事，译者“一仆二主”，得同时
伺候两个主子。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另一
个主子就是译本的本国读者……“我作为译者，
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

“杨绛先生以她丰厚的学养和翻译经验，写
成《试谈翻译》（后改写成《翻译的技巧》）一文，被
很多从事翻译工作的人视为宝典。”中国社科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薛鸿时说，“先生创造出

‘翻译度’这一术语，认为翻译度不足就仿佛翻跟
斗没有翻成而栽倒在地；她举出最适当的例子指
明，在翻译西方语文的长复合句时，必须把原句
拆开，按照各成分的主次、从属关系，用地道的汉
语，重新组合，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增添。内容
不可增删，语气不可走样，好的译文还要能传达
原作者的弦外之音和含蕴未吐的意思……”

“杨绛先生的翻译很用心，往往是一个词一
个词都要推敲。”著名翻译家李文俊说，“她的文
笔好，翻译不同的人的说话方式也各有不同，如
翻译西方古典文学会用比较文的语言，如果是
劳动人民讲的话就会用比较平实的语言，用不
同的表达把人物的意思都很好传达出来。”

薛鸿时曾在《我所认识的杨绛先生》一文中
详细回忆了先生不吝赐教、点石成金的故事：

“有一回，《世界文学》的李文俊主编要我译一篇
美国作家门肯的散文。我译成后没有把握，惴
惴地请杨绛先生替我把关。杨先生欣然同意，
挤出宝贵时间看完了我的译文，还详细地写下
书面意见……我照她的意思修改了文章的开
头。文章发表后，我接到素不相识的《作家》杂
志王成刚主编的来信，称赞这篇译文给了他‘极
大的艺术享受’，后来还有多位专家把它选在几
种外国散文选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一位朴素而正直敦厚的知识分子

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94名清华学子收到
了杨绛先生15年前设立的“好读书”奖学金。

“这是钱钟书先生与杨绛先生‘早就商量好的约
定’。”薛鸿时告诉记者，“他们把一辈子的积蓄，
捐赠给了母校设立这项奖学金，用以资助贫困
家庭的优秀子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对于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在钱、杨两位先
生身边做“助手”的薛鸿时而言，追忆杨绛先生，
是件令他心痛的事。“她与钱钟书先生一生淡泊
名利，在生活中给自己普通人的定位。”

“据我所亲见，他们处处节俭，自奉至薄，家
里从来没有装修过，一张纸，连背面还要用一
次。玻璃罐头瓶，洗净了重复用。记得有一次，
杨绛先生让我把一大书包玻璃瓶带给住在大院
四号楼的同事，供他们腌制咸菜。当时我们每
月都只有60多元收入，往往捉襟见肘，但每逢
春节，杨绛先生都要托我给好几家送红包……
而两位先生反倒要过苦日子了。”薛鸿时说。

年过百岁后，杨绛不仅每天笔耕不辍，还时
时以祖国命运为念。

薛鸿时回忆：“有一次，杨绛先生与我谈话时，
还深为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奢靡之风感到痛心。她
拿出她父亲杨荫杭先生写于1921年的文章《说
俭》给我看，文章说，‘世人皆言文明增进，生活之
程度亦增高……然欲求生活程度之增高，当先求
人格之增高’，决不能‘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

“杨绛先生对我说，‘社会风气奢靡，会直接
加剧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歪风邪气。这篇近
百年前写成的文章，应引起我们严肃的思考。’”
薛鸿时说。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追忆杨绛先生

这 是 20
世纪 80 年代
杨绛和丈夫钱
钟书在北京南
沙沟家中阳台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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